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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完善基层组织，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1]91。基层群团组织在新中国

成立初期就受到了党的重视。建国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村广泛地建立起农民协会，以群众自治

的方式推进农村土地改革和一系列民主运动，开创了新中国农村自治下的社会改革模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农民协会有效地促进了推翻农村封建制度、解放农民思想、实现农村基层民主、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工

作。近年来，关于基层治理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协会的研究成果相对较

少，主要集中在兴起原因、主要活动、积极作用、隐退原因等方面，关于新中国初期农民协会研究定义等规

范、史料运用及与同时期的农民组织关系研究尚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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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
ist  party  of  China  (CPC),  farmers ’  associations were  widely  established  in  the  countryside  to   pro-
mote  the  rural  land  reform  and  a  series  of  democratic  movements  in  the  form  of  mass  autonomy,
which initiated the social reform mode under the rural autonomy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It  has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overthrow  of  the  feudal  system  in  rural  areas,  the  liberation  of  the
minds of the peasants, the realization of democracy at the rural level, and the propaganda of socialist
ideology. In recent years, the study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brought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a,
but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about the peasant associa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s relatively small,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rise of causes, the main activities, active role, re-
tirement,  etc.,  the  early  China  peasant  association  research  defined  specifications,  using  historical
data,  and  with  the  same  period  of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rmers  organization  were
l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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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农村广泛地建立起农民协会。1950年 7月 14日，

中共中央通过《农民协会组织通则》，明确规

定：农民协会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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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2]。农民协会在法治的规范下，以群众自治的

方式推进农村土地改革和一系列民主运动，开创

了新中国农村自治下的社会改革模式，有效地促

进了推翻农村封建制度、解放农民思想、实现农

村基层民主、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工作。

近年来，基层治理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

视，但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协会的研究成果

相对较少。关于农民协会研究的著作，大部分集

中在对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运动及新中国成立后

农民组织历史演变等的研究。杜润生主编的《中

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李永芳主编的

《近代中国农会研究》、陈吉元等主编的《中国

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吴敏先主编的《中国共产

党与中国农民》等著作，依据主题需要对新中国

初期农民协会有简要论述，但以新中国初期农民

协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著很少。据统计，2008
年 1月到 2020年 1月，中国知网收录的关于“建

国初期、农民协会”“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协

会”为关键词的研究成果，显示 110多篇，以新

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协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20余

篇，其中硕士毕业论文 3篇，期刊论文约 20篇。

主要集中在兴起原因、主要活动、积极作用、隐

退原因、现实启示等方面的分析，部分学者由此

推断重建农民学会有利于农村发展。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协会建立原因与背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协会就已经在

农村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发动农民推翻封建土地

所有制、建立民主自治机关、维护农民利益，后

随着革命的发展而消匿。到解放战争时期，随着

土地改革的深入推进，农民协会顺应历史需要在

新解放区重新活跃起来。1948年，老解放区的大

部分乡村经历了两年的土地改革后，已经开始进

行结束土地改革的工作[3]564。1950年，少数民族地

区仍只有东北朝鲜人地区和蒙古人地区已经实行

土地改革及其他若干地区少数民族中已有多数群

众要求进行土地改革[3]634，在 1950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明确了本法不适用于少数

民族地区[3]644。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协会

集中于新解放区的农村地区。对农民协会建立原

因与背景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  土地改革的直接需要

基于对新中国成立前夕农村土地制度不合

理、占有量不均衡的情况，大部分学者认为土地

改革是农民协会建立的最主要原因。建国前夕，

全国占乡村户数 5% 左右的地主却占 40%～50%
的土地；占乡村 3%～5% 的富农占有土地的 15%～

20%；而占  90% 的中农、贫农、雇农总共仅占

20%～40% 的土地 [4]7。东北、华北等新解放区逐

步深入推进土地改革。1950年，全国已经完成或

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约有农业人口一亿

四千五百万（总人口约一亿六千万）[3]634。顺应土

地改革形势，农民协会在各地陆续建立，华东和

中南两区农民协会已有约二千四百万会员，并有

民兵约一百万[3]633-634，但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尚有

约二亿六千四百万农业人口的地区（总人口约三

亿一千万） [3]634。 因此，熊秋良等认为，为了组

织农民进行土地改革，1950年 6月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提出建立农民协

会 [5]。谢碧莹等认为，土地是农村的基本生产资

料，要重新分配生产资料，单靠农民的个体力量

是难以实现的，要保证土地改革顺利开展，必须

把分散的个体农民转换为有组织的整体团队[6]11。

（二）  农村阶级关系调整的需要

土地改革必然引起阶级利益重新分配。新中

国成立初期为了集中力量恢复生产，1950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改变了 1947年《中国

土地法大纲》中对中农、富农的路线政策。中农

成了联合的对象，富农不再被作为斗争的对象，

并且可以加入农会，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基于农

村统一战线的建立，唐明勇、陈霖、马建鹏、谢

碧莹等认为，要改变路线策略，仍然依靠以贫雇

农为主力的贫农团不能真正实现，而要建立能够

包容中农富农的反封建联盟组织。老解放区的土

地改革经验证明贫农团的组织对于团结中农究竟

是有妨碍的[7]。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农民协会，

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团结中农和其他阶级，避免

在推进土地改革过程中损害中农等利益而影响其

积极性，最终影响土地改革进程。所以，农民协

会的建立满足了新中国建立初期调节农村的社会

阶级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需要。实质上，

《农民协会组织通则》也明确规定不仅承认富农

可以经过农民代表大会批准加入农会，并且认为

凡被派到农村中从事农民运动的工作人员均得加

入农会[2]，其中，这些人员并未把地主家庭的知识

分子排除在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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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层政权重建的内在需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资料所有制的

重组必然要求与之对应的农村政权变革。因此，

农民协会实际上行使着基层政权的职权。唐明勇

等认为，在农村土地是主要的政治资源，土地改

革必然带动一场根本性的农村权力和政治地位的

大调整[8]。熊秋良认为，土地改革运动本身就包含

重建农村政权的价值取向，土地改革不仅是生产

资料的重新分配也是社会结构的重组，广大农民

起来掌握农村政治的权力[5]。同时，从农民协会在

基层行使了政权职能的角度出发，其组织属性，

在学界出现了不同的判定。谢碧莹等认为，农民

协会作为土地改革合法机关，实质上行使了农村

中心政权的职能，已经被当作政府的一部分 [6]16。

马建鹏等认为，根据农民协会会员成分，农民协

会实质是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政治联盟 [9]18。唐明

勇、刘瑞红认为，农民协会兼备农民合作组织、

执法机关、基层政权和政治联盟多重属性。

（四）  延伸党的行政职能的途径需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农村行政职权无法实

现预期，需要借助群众组织的力量完成目标。学

界普遍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人数相对少，

部分党员到农村做领导却不熟悉当地的情况，因

此对农村基层政权把控不足。熊秋良、谢碧莹等

认为，土改期间，党组织在农村的发展薄弱，在

短时期无法对乡村基层政权进行全面控制[5]。新区

干部在发动农民方面效率很低，农村基层权力实

际运作处于“真空状态”[6]12。唐明勇等认为，新

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极为缺乏，把党员全部

分派到农村也不能满足农村建政的需要 [8]。马建

鹏、刘瑞红等认为，即使派到农村的干部，仍然

有很多对于农村当地的情况并不熟悉，仅凭经验

也难以实现有效领导。然而，推翻封建土地制

度、推进各类民主运动，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领

导，所以农民协会被赋予了行政权力，实质上是

党行政职能在基层的延伸。因此，农民协会的组

织体系也从形式上展现出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特

点，黄荣华、唐明勇等对农民协会的组织架构和

会员结构有简要研究：农民协会建立了乡（行政

村）—区—县—专区—省（行署区）—大行政区

的组织体系[8]，包涵了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

等阶级，其中贫雇农“是农协的绝对主体[10]。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协会主要活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协会实质上是党和国

家引导农村群众组织起来以推翻地主阶级、重新

分配土地的组织，土改未完成之前，农民协会是

农民群众反封建的战斗组织[11]。在实现生产资料

所有制变革的过程中农民协会实质上行使了基层

政权的职能，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协会在

农村中的主要活动，学术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

土地改革、宣传动员破除封建思想、斗土匪恶霸

等其他民主改革问题上。

（一）  推进土地改革

农民协会应农村土地改革深入开展的需要而

生，又具备基层政权的基础职能，因此在农村土

地改革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学术界普遍认为，

在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中，作为土地改革的合法

机关，农民协会切实履行了改革土地制度合法执

行机关的职能 [12]，在土地改革中担当了主要角

色[13]。并且，学术界对土地改革有划分阶级、分

配成果、组织复查三个阶段形成了统一认识。以

土地改革为中心，唐勇明、刘瑞红、马建鹏、谢

碧莹等大多数学者对农民协会的组织体系、会员

结构及基本历程，进行了研究。学界普遍认为农

民协会以贫、雇农为主体。唐明勇、刘瑞红、马

建鹏、谢碧莹等大多数学者以全国视角，认为农

民协会发展历程分为初步阶段（1949年夏至 1950
年夏）、调整阶段（1950年秋至 1952年春）、隐

退阶段（1952年夏至 1953年底）[8]。黄荣华以建

国前后湖北农民协会发展为样本，将农民协会发

展历程分为探索与初建时期（ 1947年秋冬至

1949年 5月）、发展时期（1949年 5月至 1950
年 5月）、整顿与大发展时期（1950年 6月至

1952年 12月）、撤销（1952年年底至 1953年）[14]。

农民协会发展对推动新解放区农村土地改革却有

显著成效：到 1952年 9月，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的

农业人口已占全国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3]841，

只有少数民族地区及小部分农业人口地区没有完

成土地改革，胜利不仅得益于执行了正确的土地

改革法，也得益于深入而又广泛地把农民组织起

来，由少数人的贫雇农小组，逐步发展到包括中

农在内的群众性农民协会[3]842。

（二）  宣传教育，提高农民思想觉悟

学术界普遍认为，以土地改革为主要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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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协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党在农村工作中

宣传法令、制度并破除封建思想方面做出了重要

贡献。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旧社会秩序已经

被打破，但传统封建思想在农民中普遍存在。谢

碧莹、于国丽、马建鹏等学者认为，需要进行宣

传教育的另一方面重要原因是农村中各阶级思想

状况不一。李斌认为，农民的封建思想有缺乏积

极行动进行组织化反抗的意识和意愿 [15] 的特质。

王瑞芳等认为，地主阶级不甘心被消灭，如果不

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坚决的必要的恰当的斗争[16]，

就无法实现土地改革。其次，学界普遍认为宣传

动员的主要方式是：引导群众开会座谈，集体

“诉苦”，培养积极分子，以此启发群众认识到

苦难来源于阶级压迫，从而萌发阶级斗争的意识。

王瑞芳等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这一时期的宣传教

育对农民思想觉悟的提高有显著作用，党的政治

意识有效地灌输到广大农民思想观念中，广大翻

身农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意识得到极大提高[16]。

（三）  推进各项民主改革与帮助农民生产

学界研究农民协会推进土地改革、带领农民

破除封建思想的同时，对农民在农村社会的治安

维稳、破除封建陋俗、抗美援朝等方面的作用也

有所阐述。于国丽等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新中国

成立初期农民协会在自行组织武装，协助法庭清

匪反霸，有效维护了农村稳定 [13]。马建鹏等指

出，农民协会对促进农村妇女解放，打破旧婚姻

制度，协助政府取缔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封

建陋俗问题有所成效[9]28。刘瑞红认为，在新中国

建立初期，农民协会在农村进行了爱国主义教

育、引导青年参军参战、领导农民参加抗美援朝

等爱国运动[12]。黄荣华以湖北省的农民协会为样

本，分析农民协会还在组织农民制定家庭计划、

帮助农民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方面起到积极作用[10]。

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协会撤销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协会虽然在农村土

地、政治、文化等改革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

在 1953年逐步隐退，学术界在关于农民协会的研

究中绝大部分都研究了其隐退的原因，有少数学

者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

（一）  土地改革主要任务的完成

学界普遍认为土地改革的完成是农民协会隐

退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土地改革的完成改变了

农村的经济状况。谢碧莹、马建鹏等认为，土地

改革使得一家一户拥有小块土地的私有制在农村

占据重要地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促使农业

生产有大幅提高，但农村生产力低下。同时，熊

秋良、黄荣华等认为，农民协会领导的土地改革

只是党从封建土地制到集体制的过渡形式。因

此，土地所有制逐步改变后，在农村互助组与土

地改革并行的后期，党和政府开始集中精力引导

互助组转变成农村合作社组织[11]。另一方面，农

村经济基础的改变直接导致了农村阶级状况的变

化。马建鹏等认为土地改革后，贫雇农在农村的

社会地位得到提高，而在土地改革期间农民协会

需要争取一切力量来孤立地主阶级[9]31。富农所在

的中间阶级，在土地改革时被列为团结对象，而

土地改革完成后就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因

此，农民协会在调节农村阶级关系方面的作用自

然消失。黄荣华以湖北农民协会为研究样本，认

为在土改完成后，原本的贫雇农阶级由于获得土

地大量地上升为中农，农村日益中农化[10]，这与

农民协会以贫雇农为主体的结构存在不可避免的

理论与实践矛盾，危及农民协会的合理性。

（二）  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建立

农民协会推动农村经济和阶级状况的改变，

促进了国家权力的成功下移，基层政权逐步替代

了农民协会。谢碧莹、马建鹏等认为，在近代，

传统农民的治理主要依靠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意

识形态和乡绅等中介的封闭统治。在土地改革期

间，政府派出工作组进入农村建立农民协会，部

分优秀的贫雇农代替以前的乡绅等成为新的领导

者。在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过程中，农民协会实

质上成为基层政权的暂时替代品，将中国共产党

在农村的统治和威信建立起来。在合作社经济组

织广泛建立的背景下，农村被纳入行政组织的框

架之中，农民协会也逐步丧失了基层行政职能[9]33。

张举等大多数学者认为，农民协会在组建、组织

结构、领导权属、组织经费等方面对党和政府有

极强的依附性，其兴亡也必然受到政府决策的绝

对支配[17]。土地改革后，乡级政权走上正轨，农

民协会与政权组织在职权和建构上的混淆不清使

其成为基层政权的实际羁绊，因而农民协会退出

历史舞台是党和国家为实现新型的“国家—乡村

社会”一体化的必然结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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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农民协会自身缺陷

学术界普遍认为，农民协会在过渡性组织的

定义之下，自身也存在管理能力不足、社会活动

能力不强、组织松散等一些问题，致使其难以为

继。总体而言，可以归纳为领导农民协会的干部

自身和参与农民协会的群众思想素质不高。一方

面，领导农村协会的干部虽然在领导土地改革期

间表现出较强的阶级性，但自身综合素质较低、

工作方法欠缺。唐明勇、谢碧莹、马建鹏等认

为，农民协会的主力只是在土地改革中表现出较

强的阶级性，但当时的农民协会缺乏有能力、有

政策水平、群众欢迎的农民领袖 [9]37，从而出现了

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致使农民协会干部威信降

低。同时，陈霖、何新军等认为，新中国成立初

期少数地主等阶级为了自身利益自建农会，部分

坏分子混入农会，导致农会成分不纯、组织混乱 [18]。
另一方面，参与农民协会的群众绝大多数缺乏长

远的阶级利益考虑。黄荣华等认为，传统思想忽

视底层群众参与政治的自我组织和管理意识，农

民自治组织缺乏心理支撑[11]。在土地改革主要目

标的驱使下，农民协会的依赖性使其在启蒙农民

阶级、解放思想上收效甚微，众多农民参与农民

协会是为了短期利益，并非考虑长远的阶级利

益，考虑个人获得土地而不是基于阶级解放的集

体视角。因此，农民在分得土地后对农民协会的

热情大减 [11]。综合两方面的原因，学界普遍认

为，农民协会社会活动能力较弱，独立的组织策

划、领导管理、政治应变等能力均较为欠缺，因

此，在面临农村新的发展任务时退出历史舞台成

为必然。

四、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协会的启示

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

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强调发挥群团组织、社会

组织作用[1]91。有效的基层自治，是健全党组织领

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

系的应有之义。有极少数学者研究了新中国成立

初期农民协会的经验与启示，并且从新中国成立

初期农民协会的积极作用出发总结经验，支持重

建农民协会。谢碧莹、于国丽认为，新中国成立

初期的农民协会在保障农民利益、发展基层民

主、维护基层稳定、促进农村经济现代化、提升

农民素质等有重要意义[13]。同时，对于国家而言，

农民协会是农民群众增强与党和政府、社会强势

集团对话的重要枢纽，也是政府了解基层的纽

带。在经济发展中，农民协会既可以整合农业专

业经济组织，从而促使其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

起到更大作用，又可以整合分散的小规模经营，

提升农村经济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于国丽还认

为，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参与市场竞争，从而激发

农民利用农民协会的平台进行自主学习和自我教

育，对提高农民素质有重要作用[13]。由于现在农

民缺乏自身的社团组织，难以聚合，而个体化的

模式难以抵御风险，所以谢碧莹、于国丽等支持

重建农民协会。

部分学者以农民协会整体研究的视角提出了

组建农民协会的基本原则。仵希亮等认为，农民

协会的发展前提是不能与国家政权有对抗性、农

民协会能有效促进社区治理、农民协会的发展因

基于分散和规模小等现状构筑广泛的社会体系[19] 等。

少数学者将党成立后各个时期的农民协会作

为整体研究对象，研究与总结了农民协会暂时不

被认可的原因。贺雪峰等部分学者认为农民协会

不被认可的原因包括：治理上村的制度设计不吻

合、基层政权的权威受威胁、可能被坏分子利

用、现在农村有类似的组织[20]，等等。

五、   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协会研究的可行

方向

虽然学术界对农民协会的产生、发展、消退

等问题已经有所研究，但仍然有几个问题。

（一）  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协会自身的研究

现有的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协会基本问

题研究不规范。现有的研究资料基本局限于相似

的内容，对于《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

日报》等有关农民协会的历史资料挖掘不足。由

于资料较少，对于农民协会组织性质的研究认识

不统一。农民协会在建立之初被中央定义为“群

众组织”，由于运动过程中作为执法机关履行了

基层政权的部分职能，在 1950年皖南政府整顿农

村基层组织中明确了包括农会 [21]。实际上，对于

新解放区农民协会的性质，在 1948年 2月中央就

有所指示：农民协会的委员会，同时就是政府，

在土改问题彻底解决以前的一个长时间内，乡村

不必在农协以外再成立政府[3]472。同年 12月，中

央关于新解放区农民协会与乡政权的关系问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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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指示，认为乡级政权除由上级政府直接委派

外，还可以依群众发动程度，由农协会员大会或

农民代表会推选，经政府加委 [3]571 。到 1950年，

农民协会相关文件中都明确其群众组织的特性，

主要任务是把农民组织起来消灭封建土地所有

制，领导农民斗争和生产，不是叫农协去进行征

粮、筹款、派差等行政工作[3]590。同时，如要新成

立农民协会得由当地人民政府召开临时农民代表

会议，农民协会的经费也由政府承担一部分[2]。可

见，农民协会的组织职能与政府并不完全重合，

并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指导。对农民协会性质等

基本问题的梳理研究，有利于探究党领导农村建

设思路的演进，也可以为归纳农村建设科学规律

奠定基础。

缺乏对农民协会历史沿革的研究。新中国成

立初期的农民协会虽然在 1950年才正式“合法

化”，但实际上从土地改革期间开始农民协会就

作为重要的群众自治组织推动革命的发展。在解

放战争期间，农民开展“翻身运动”，其中“群

众组织建设问题：农会”就是农民开展运动的重

要载体 ，在河南全省乡农会有886个，会员达1 249 911
人 [22]。研究建国初期的农民协会与建国之前成立

的农民协会在成员和组织架构等基本问题有无继

承发展关系，可以进一步科学分析新中国成立初

期的农民协会的特质。

缺乏对农民协会组织中群众视角的研究。现

有的研究多从宏观角度阐述农民协会的特性，也

有极少数学者以湖北、上海等局部地区的农民协

会为例进行研究，但都是从整体来描摹农民协会

这一历史事物。然而，在《农民协会组织通则》

上明确规定：农民协会是农民自愿结合的群众组

织[2]。以群众组织的形式推动社会改革，主体必然

为农村群众，并且根据运动发展的需要，农民协

会联合了富农、乡绅、小手工业者等一切发封建

的阶级。农民协会的发展也显示，组织中的各阶

层和群体的经济、社会地位变化和思想变化影响

了农民协会的兴衰。因此，以群众视角研究农民

协会有利于探寻党领导群众自治组织发展的科学

规律。

（二）  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协会与其他组

织的逻辑关系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协会与政府的关系研究

还有待深入。作为农村权力中心的农民协会的组

建及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党和政府，但在推动

社会各方面的改革过程中农村群众确实起到了主

力作用，并且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农民协会自身也

暴露出干部思想滑坡等一些管理问题。农民协会

在推进工作中的效率、偏差是否受到党和政府实

际领导方式、干预程度的影响，深入研究这一问

题有利于解读基层党的领导与群众自治的科学规

律。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协会与互助组、合作社

等群众自治组织的对比研究。在农民协会发展过

程中，互助组、合作社等群众自治组织也同时在

基层开展工作。

1950年 7月 5日，全国合作社工作者首届代

表大会就已经在北京召开 [23]，在《农民协会组织

通则》中明确规定农民协会的任务有“举办农村

合作社”[2] 一条。合作社“性质和作用是由于它

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初

期，占领导地位的合作社受国营经济领导管理并

在它内部已经消灭了资本的分红制和雇佣劳动剥

削，而只保留社员的股金与生产手段私有制 [24]。

国家和国营经济领导建立合作社，是为了保护劳

动人民免受商业资本的控制和剥削，组织供销，

与商业资本的投机行为作斗争，以保护广大的小

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25]。可见，合作社更倾向

于一类经济组织，它的性质、作用在很大程度上

依托于所在市场的经济形态。以此为基础，可以

推断，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协会与合作社，在主

要任务、性质功能、主要活动等方面既有联系也

有差异。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互助组也比较活跃。

互助组实质上是合作社的“初级”形式，与合作

社基于国家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不同，互助组“是

农民在小农私有经济基础上开展起来的等价自愿

的集体劳动组织”[25]。薛暮桥曾归纳新中国成立

初期合作社有五种形式，“第一种是生产小组，

如农业生产中的互助组、变工组，和手工业生产

中的生产小组（或称小型合作社）”，是群众为

了整合生产资料、克服生产过程中的困难而自愿

参与的一种小型的、临时的、不完全的合作组织[26]。

临时性的互助组可以直接与合作社产生联系，也

有可能逐步发展成“常年固定的互助组”，最终

发展成以“土地和劳力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27]。

因此，互助组是一种比较松散的群众组织。不同

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协会有明确的指导文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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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组织架构，互助组在主要任务和作用等方

面比较单一。

进行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协会与农村互助

组、合作社等组织之间的对比研究，厘清它们之

间的关系，有利于探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人

民在国家建设中处理政治、经济关系以及政府领

导与群众自治辩证关系的基本思路，总结归纳政

治与经济建设、政府指导群众自治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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